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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体人民共建共治共享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必经之
路。突破施助者的传统视角，从受助者的主位视角探究受助者向施助者转化，
并实现公益行为的传递具有重大意义。论文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出发，基于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考察了受助经历对受助者公益行为的影响。数
据分析结果显示，个体的受助经历对其慈善捐赠行为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对于
具体的受助形式而言，国家逻辑主导下的政府救助对其慈善捐赠行为存在显著
负面影响，公益逻辑主导下的慈善救助、多重逻辑主导下的混合救助对其慈善
捐赠行为无显著影响。面对受助者传递公益行为的巨大挑战，需要推动多重制
度逻辑的优化和整合，建立“政慈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从而扎实
推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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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社会
救助作为迈向共同富裕目标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安全网的重要作
用，有助于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缩小收入差距。我国的社会救助事业主要有
两种救助形式：一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救助，二是以社会为主体的慈善救助，
分别对应“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要实现共同富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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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享国家的发展成果，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共同使命（罗叶丹、邓
国胜，２０２２）。政府救助托底功能有限，积极推进其与慈善事业的有机融合，依
靠全社会的力量，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对于社会救助的对象而言，除了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将受益辐射到他
人便是共同富裕的要义所在。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强化共建共享机制，而共建共
享就是要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研究
指出，共同富裕参与者的责任意识不足严重制约着共同富裕的实现（李贤、崔
博俊，２０２１）。除了“对自我的责任”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人的责任”。
每个人既是共同富裕的受益者，也应该是共同富裕的推动者。同时，共同富裕
也是精神文明的富裕，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以奉献、互助和利
他主义为核心的公益精神，建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实现个体利益与公共
利益的统一，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强化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促
进共同体的维系与繁荣（葛忠明、张茜，２０２２）。由此，超越“助人自助”，实
现“助人助他”，传递公益行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然而，现有研究少有关注受助者的公益行为，而是聚焦于如何释放现有捐
助者的潜力，尤其企业、高社会地位群体，例如名人的公益慈善行为（比如
Ｂｅｋｋｅｒｓ ＆ Ｗｉｅｐｋｉｎｇ，２０１１）。受助者常常被标签化为弱势群体，该群体也常通
过自我强化刻板印象而产生习得性无助。履行社会责任不是“富人”专属。据
推断，２０１９年中国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６０％以上（杨立雄，２０２１）。
激活和发挥该群体的主体性，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并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履行
社会责任，是“扶志”的生动体现，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此外，现
有关于受助经历对受助者公益行为的研究主要在西方语境下展开，并未基于中
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展开具体分析，亦尚未区分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这两种救助
形式对受助者公益行为产生的影响。政府救助基于公平原则，慈善救助基于责
任原则，对受助者公益行为的影响逻辑或许存异。我国现行制度安排还未充分
体现出共建共享原则，只有逐步均衡社会主体各方的责任，才能促使制度更加
合理、更加可靠。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第一，在我国，受助经历能否促进受助
者的公益行为，实现公益行为的传递？第二，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对受助者公
益行为的影响是否不同？有何不同？第三，如何优化制度设计以增强受助者的
社会责任感，在共同富裕的推进中有效发挥主体性？为此，笔者从制度逻辑的
理论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的追踪数据探讨受助者的公益
行为。本研究基于中国国情解释受助经历与公益行为的关系，探究国家逻辑和
公益逻辑对于公益行为传递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推进公益慈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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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提出新的分析视角，在实践层面有助于优化政
府救助制度和慈善救助制度，并为推进二者的有效衔接指明方向。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国外现有研究指出，受助经历总体而言对受助者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正向影

响。受助者作为援助资源的输送终端，无论受到何种援助，都是某些需要得到
满足的获益方，受助经历的正向影响尤其表现于感恩等个体积极的社会态度中。
感恩是一种道德情感，显示着施助者与受助者间的关系价值，能够促进受助者
对施助者及他人产生亲社会行为。感恩的人更乐于支持、宽容、同情他人，对
施恩者和不相关的人表现得更亲社会（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从回馈捐赠
的角度来看，当从他人处获益时，人们会认为有义务通过回馈捐赠或帮助他人
的亲社会支出行为来进行回报（Ｇｒａｎｔ ＆ Ｄｕｔｔｏｎ，２０１２）。在此交互的过程中，亲
社会支出的客体极有可能转变为亲社会支出的主体。

国内关于受助者的研究多聚焦于低保群体。然而，低保受助对亲社会行为
的影响尚存争议。部分学者支持低保受助对亲社会态度的正向影响，指出低保
身份会提高受助家庭的社会参与，并强化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建设的积极心态
（郭瑜、张一文，２０１８）。但也有部分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低保对受助群体产
生显著的福利依赖效应，影响受助者的心理健康，不利于激励其亲社会行为
（韩华为、高琴，２０２０）。这一观点与国外部分研究（例如，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结论一致，社会成员认为受助者是因为自身的懒惰及缺乏改善状况的意愿而接受
政府救助，这使得受助者的亲社会行为更加难以发生（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总之，现有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受助经历对亲社会态度及行为的影响。
然而，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受助经历对亲社会
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社会情境而展开，虽然国内开始关注低保
群体，但对于该群体及更广泛受助群体的受助经历与公益行为的关系研究不足；
第二，现有研究并未对受助形式进行区分，进而探讨其对受助者公益行为的影
响差异；第三，在我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话语下，现有研究未能从受助
者的主位视角出发来探讨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或制度设计，缺乏激励受助者公
益行为的政策指导。为弥补研究缺陷，本文将从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出发，重
点剖析我国两种典型的受助形式对受助者公益行为的影响，基于假设检验，提
出完善相关制度设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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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视角与研究假设
制度逻辑源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其假定个体与组织的使命、性质、价值观

都嵌入制度逻辑之中，主张将行动者置于社会语境中来分析（马正立、赵玉胜，
２０２２）。制度逻辑意在揭示一种由社会构建的、关于文化象征与物质实践（包括
假设、价值观和信念）的历史模式（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在该模式中，行动
者通过对物质生活进行生产以及再生产，在时间和空间中为其行为赋予现实意
义，同时依循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来指导和约束决策的行动和互动（徐家良、张
圣，２０２１）。研究指出，行动者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是多重共存并互相竞争主导
权的，不同制度逻辑之间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行动者的能动性将根据多重制
度秩序而变化（涂智苹、宋铁波，２０２０）。在公益慈善领域，徐家良和张圣
（２０２１）将多重制度逻辑引入慈善信托实践，认为其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商业企业和慈善组织四个首要主体，分别对应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社会责
任逻辑和公益逻辑。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家为供给主体
的政府救助，二是以社会为供给主体的慈善救助。政府主要围绕困难家庭开展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服务，属于生存型救助，也是一种“输血式救助”，而慈善组
织则主要侧重于发展型救助，属于“造血式救助”。前者在实践中表现为以公民
权利为基础的对公民最低生活的保障，后者则表现为坚持发展的观念，注重弱
势者的能力提升、资产建设与资本积累，以增强其克服困难的能力（孙远太，
２０１５）。两种救助实则分别体现了国家逻辑和公益逻辑，政府救助重视保障公民
最基本的生存权，而慈善救助关注公益慈善“助人自助”的发展性助人理念的
实现。在不同制度逻辑的影响下，受助者的公益行为有不同表现。
１ ． 政府救助与受助者公益行为的关系
政府救助基于公平原则，对受助群体的生活状况会有积极改善。有研究指

出，城市低保救助显著提升了受助家庭的经济水平，改善了受助家庭的消费结
构（文雯，２０２１）。此外，低保救助的获得还有助于提升受助个体的主观福利水
平（韩华为、高琴，２０１８）。由于个体的公益行为与其经济条件和亲社会态度密
切相关，受助者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有助于增强其助人的能力和意愿。
然而，政府救助对受助者公益行为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原因主要有以下三
方面。

第一，政府救助对象的识别机制严格限制了受助者的经济条件，也限制了
受助者公益参与及慈善投入的能力。我国的低保政策作为兜底性质的援助，受
助者所接收的主要是生存性的物质救助。相较于调动其主观能动性，救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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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更多是出于基本保障的目的，并不能赋予受助者后续的慈善捐赠权能，不
利于实现公益行为的传递。相关研究也表明，国家救助的受助者可能拥有更多
的时间而非财富，因此，受助者过去累积的政府公共援助可能促进其志愿服务
等形式的亲社会支出，但也减少了慈善捐赠（Ｐｅｃｋ ＆ Ｇｕｏ，２０１５）。

第二，政府救助的社会评价机制容易使受助者自我污名化，进而限制其公
益效能的发挥。韩华为和高琴（２０１８）的研究指出，低保瞄准过程中的社区成
员评议等程序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受助对象的隐私，并伤害了其自尊，人们倾向
于对这些受助者持有低道德性等社会偏见，从而加剧了受助者的福利耻感。“受
助就应当一直受助”的负向效应愈演愈烈，而政府救助这种福利形式显著地弱
化了受助者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使得受助者形成更负向的社会态度，不利
于受助者的“助他”行为。受助者甚至会怀疑自身走出贫困的能力，这使其产
生“福利依赖”，降低社会参与的概率，造成负向激励（韩克庆、郭瑜，
２０１２）。

第三，政府救助“权利为本”的福利观念难以激发受助者的社会责任感。
目前我国政府救助从本质上是“补救形式”的福利制度，是生存性社会救助制
度框架（谢勇才、丁建定，２０１５），在其背后的福利观念中，慈善与权利相互交
织（张浩淼，２０１５）。受助者的福利观念亦是如此。在受助者看来，受助是福
利，也是理所应当的公民权，也因此，“政府的钱不要白不要”的传统观念消解
了低保救助的耻感（李卫东，２０１８）。长期接纳救助加深了受助者的“受助惯
性”，易形成“以穷为荣”的思想观念，政策补助也逐渐演化为受助者眼中的
“政府讨好”，以至难以触发受助者的公益行为。

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仅接受政府救助与受助者的公益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关系。
２ ． 慈善救助与受助者公益行为的关系
慈善救助的供给主体是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等，而非政府。现有研究显

示，慈善救助可能会对受助者的公益行为产生负面影响。捐助过程中可能存在
道德绑架现象，会对受助者的尊严与自主性带来负面影响从而降低其助人意愿
（覃青必，２０１５）。此外，当受助者与施助者存在较大的地位差异时，特别是受
助者接受来自高权力主体的帮助时，会将其施助动机归因为巩固现有的优势地
位等自利性动机，进而对受助和施助产生消极认知（Ｎａｄｌｅｒ ＆ ＣｈｅｒｎｙａｋＨａｉ，
２０１４）。同时，在受助过程中，如果慈善组织存在信息不透明、公信力低下等问
题，也会对受助者的慈善认知和慈善参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杨永娇，
２０１８）。但总体看来，慈善救助对于受助者公益参与的积极效应还是非常突出
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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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慈善救助对象的识别机制不以经济条件为唯一标准，因而受助者的
回馈能力可能相对较高，为其传递慈善行为提供了条件。接受慈善救助的群体
可能并非都是出于济贫的生存性需求，而是有相当一部分出于救急性或发展性
目的。此类群体的收入水平或者教育程度很可能高于接受政府补助的群体，他
们是由于某些突发性事件而成为弱势群体。这种情况下，受助经历一方面带来
了增收效应，另一方面受助者伴随着自身境况的改善，会唤起社会责任感，强
化社会成员间的互惠关系，并出于互惠动机做出更多慈善捐赠等利他行为
（Ｋａｌｅｎｋｏｓｋｉ，２０１４）。

第二，公益慈善价值理念的输出有助于弱化和预防受助者的自我污名化，
从而提升其利他行为的可能性。社会组织在助人过程中基于责任原则，长期坚
持“助人自助”的价值取向，不仅关注受助者物质状况及经济条件的改善，也
重视受助者精神层面的援助。换言之，社会组织在慈善救助过程中，既扮演了
福利输送者，又通过公益慈善价值理念的输入发挥了增能者的重要功能。慈善
组织的存在使得捐赠者与受助人在存异的同时，也使二者的地位与价值更趋平
等（刘威，２０１３），为受助者的利他行为打下了良好的价值基础。

第三，慈善救助的感恩回报机制有助于激励受助者的公益行为。与政府救
助逻辑下的“公民权”和“福利正义”观念不同，受助者在受到社会力量的帮
助时会有更高程度的感恩情感。互惠是驱动公益慈善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群
体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一方的给予会启动一个接受和反向给予的循环过程，
并且这种互惠形式的慈善捐赠被视为前现代或古代社会的交换模式（Ｍａｕｓｓ，
２０００）。这使得受助者在受益的同时会有回馈的价值取向。人们通常不会将来自
陌生人或陌生组织的帮助视为“理所应当”，但囿于关系距离较远，善意的行为
并不能被直接回报，故传递至了不相关的第三方，形成了“良性间接互惠”，这
种间接回报机制在受助的主客体及第三方的经济互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孙熠

"

等，２０２２）。因而，在公益逻辑下，慈善救助的受助者更有可能会传递公益
行为。

综上，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仅接受慈善救助与受助者的公益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关系。
３ ． 混合救助与受助者公益行为的关系
在现实情况中，受助者可能同时接受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这涉及国家逻

辑和公益逻辑的混合效应。正如前文提及，以西方社会为主要研究情境的现有
研究指出，总体而言，受助经历对受助者的亲社会行为有积极影响。然而，对
于中国社会而言，多种受助形式背后存在相互关联的多重制度逻辑，其中的制
度逻辑互动可能会对受助者的公益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３５１·

公益行为何以传递？受助者公益行为的多重制度逻辑◆



探讨国家逻辑与公益逻辑的关系需要基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回应
政社关系。建国至今，不管政社关系如何调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始终
是政府主导的。在中国特色政社关系的分析框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
“分类控制”以及与之对应的“行政吸纳社会”理论（康晓光、韩恒，２００５）。
分类控制体系的核心在于，对具有不同挑战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的社会组织、
对提供不同公共物品的社会组织，政府会采取不同的控制手段。在此基础上提
出的“行政吸纳社会”的概念强调“控制”“功能替代”和“优先满足强者利
益”，紧扣中国实际情况，突出了行政主导的地位（康晓光、韩恒，２００７）。

随后，学者们先后提出了“行政吸纳服务”（唐文玉，２０１０）、“浮动控制
与分层嵌入” （徐盈艳、黎熙元，２０１８）、 “团结性吸纳” （何得桂、徐榕，
２０２１）等概念，更进一步揭示了我国政社关系中政府或国家的主导地位。作为
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行动者，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依附式自主”的特性，
表现为对政府的高依附性及低自主性（王诗宗、宋程成，２０１３）。在“技术治
理”的逻辑下，发包制促使社会组织在围绕行政部门运作的同时与社会价值日
趋分离，始终处于辅助性地位而非主体地位（黄晓春、嵇欣，２０１６）。

可见，在中国特色的政社关系框架下，公益逻辑从属于国家逻辑。在助人
过程中，虽然社会组织秉持公益价值观更加注重受助者主体性的培育，但社会
组织的所有活动都必须在政府定义的合法框架下进行，难以完全消除国家救助
逻辑对受助者公益行为的负面效应。以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实践为例，政府更多
地把社会组织当作抓手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很少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识别社会问
题、表达公众利益诉求的功能。为取得合法性，社会组织的助人服务多围绕基
层政府工作重点展开，并呈现出在资金、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等各方面对政府
的高度依赖。为寻求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在识别受助者的过程
中可能会倾向于遵从国家逻辑，并以经济条件为主要识别依据。在具体慈善项
目的基层实践中，救助资源与受助者的对接常通过基层政府或者官办慈善组织
进行，而过度的行政化使得受助者对于公益慈善的理解不足，甚至将慈善救助
与政府救助等同起来，掩盖了公益逻辑在强化受助者的助人意愿和责任意识中
的优势。

由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同时接受政府救助及慈善救助与受助者的公益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关系。
基于以上论述，由于政府救助在我国社会救助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学界

也将其视为中国社会救助的最主要形式（孙远太，２０１５），故笔者进一步假设：
Ｈ４：总体而言，受助经历（接受任意一种或两种形式的受助经历）与受助

者的公益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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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该调查覆盖国内３１个省域，涵盖个
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兼具中国社会的代表性与综合性。本研究运
用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８年两轮调查匹配后的追踪样本，将其中的个人问卷与家
庭问卷合并。经过仔细的数据清洗与处理后，最终保留共计２３３７５个两轮追踪
样本用于讨论受助者的公益行为。

（二）变量测量
１ ． 被解释变量
基于ＣＦＰＳ的调查内容，本文主要考察了作为公益行为主要形式之一的慈善

捐赠。第一个被解释变量为个体是否有过慈善捐赠行为，即测量受助者个体的
社会捐赠行为。本研究以受助者２０１８年的慈善捐赠行为是否发生作为测量依
据。问卷中题项为“过去１２个月，请问您个人是否向任何组织或个人捐过
款？”，回答“是”赋值为１，回答“否”则赋值为０。

慈善捐赠额为第二个被解释变量，即测量２０１８年受助者个体的慈善捐赠额
度。为更深入地探究受助经历对捐赠的影响程度，笔者在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
基础上，进一步对个体的慈善捐赠数额进行考察。问卷中的题项为“捐款数额：
过去１２个月，请问您个人所有捐款的总额大概是多少元？”。该变量在保留０值
的基础上，对大于０的数值取对数。
２ ． 解释变量
笔者将２０１６年个体所在家庭受到政府救助或慈善救助界定为具有受助经

历。关于这两种受助形式，政府救助通过政府补助题项来识别，具体内容为
“过去１２个月，您家是否收到过政府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发放的各类补助，如低
保、五保户补助、特困户补助、工伤人员供养直系亲属抚恤金、救济金、赈灾
款？”。慈善救助通过社会捐助题项来识别，具体内容为“过去１２个月，您家是
否收到过现金或实物形式（如食品、衣服等）的社会捐助？”。回答“是”则赋
值为１，其余赋值为０。

为便于比较研究，笔者生成四种受助形式的解释变量，分别为仅受政府补
助、仅受社会捐助、混合受助以及非受助。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前三种受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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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均以非受助为参照。回答“是”赋值为１，其余赋值为０。
３ ．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一些常见的影响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来考虑，

包括：（１）收入水平。本研究将５０％ － ２００％中位数收入的人群划分为中等收
入人群，高于２００％中位数的为高收入人群，低于５０％中位数的为低收入人群
（Ｂｕｒｔｌｅｓｓ ＆ Ｐａｃｋ，１９９２；李春玲，２０１３）。 （２）受教育程度。该变量以受教
育年限来测量。 （３）性别。该变量赋值为１ （男）和０ （女）。 （４）年龄。
（５）宗教信仰。该变量赋值为１ （有宗教信仰）和０ （无宗教信仰）。（６）就业
状态。该变量赋值为０ （未在业）和１ （在业）。（７）政党身份。该变量赋值为
１ （中国共产党员）和０ （非中国共产党员）。（８）家庭是否有未成年子女。该
变量赋值为１ （存在）和０ （不存在）。 （９）婚姻状况。该变量赋值为１ （在
婚）和０ （未在婚）。（１０）社会信任。该变量赋值为１ （低信任）到５ （高信
任）。（１１）社会交往。该变量以家庭年礼金支出对数来测量。各变量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１。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 统计指标 百分比／均值 个体控制变量 统计指标百分比／均值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 有慈善捐赠 ２０ ４６６％
无慈善捐赠 ７９ ５３４％

个体慈善捐赠额（ｌｎ）
１ ０２９

解释变量 统计指标 百分比／均值
受助经历 有受助经历 ４８ ００４％

无受助经历 ５１ ９９６％
受助形式 仅受政府补助 ４６ ８２３％

仅受社会捐助 ０ ２３６％
混合受助 ０ ９４５％
非受助 ５１ ９９６％

个体控制变量 统计指标 百分比／均值
性别 男

５０ １０５％
女 ４９ ８９５％

年龄 ５０ ０１１
婚姻状况 在婚 ８３ ６２８％

未在婚 １６ ３７２％

就业状态 在业 ７５ ６０６％
未在业 ２４ ３９４％

政党身份 是共产党员 ９ ２９２％
非共产党员 ９０ ７０８％

教育程度 ７ ２２０
宗教信仰 有 ３ １３２％

无 ９６ ８６８％
社会信任 ３ ２０５

家庭控制变量 统计指标百分比／均值
家庭收入 高收入

１９ ７４３％
中等收入 ５９ １３２％
低收入 ２１ １２５％

未成年子女 有 ３１ ０１６％
无 ６８ ９８４％

社会交往（ｌｎ）
（家庭年礼金支出） ７ ３０３

注：为保证数据百分比的精确，将变量百分比保留三位小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模型
个体慈善捐赠行为是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参考相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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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并结合本研究后，模型设定如下：
ｌｏｇ

ｐｉ
１ － ｐ( )

ｉ
＝ β０ ＋ β１Ｘ１ ＋ β ｉＺ ｉｆ ＋ ｕｉ ＋ ε ｉｆ （１）

ｌｏｇ
ｐｉ
１ － ｐ( )

ｉ
＝ β０ ＋ β１Ｘ２ ＋ β ｉＺ ｉｆ ＋ ｕｉ ＋ ε ｉｆ （２）

式（１）和式（２）中，ｌｏｇ ｐｉ
１ － ｐ( )

ｉ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个体慈善捐赠行为；

ｐｉ
１ － ｐｉ

表示慈善捐赠的事件发生比；β０ 表示常数项；ｉ表示个体，ｆ表示家庭；ｕｉ
表示随机误差项；ε ｉｆ表示不可观测的效应。式（１）中Ｘ１ 为解释变量，表示受
助经历；式（２）中Ｘ２为解释变量，表示受助形式；Ｚｉｆ表示引入的一系列控制
变量。

个体慈善捐赠额是数值变量，但捐赠数额中聚集了０值，无法满足ＯＬＳ正
态分布的假设，故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以保证回归的无偏且有效。个体慈善捐赠额的
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ｉ）＝ β０ ＋ β１Ｘ１ ＋ β ｉＺ ｉｆ ＋ ｕｉ ＋ ε ｉｆ （３）
Ｌｎ（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ｉ）＝ β０ ＋ β１Ｘ２ ＋ β ｉＺ ｉｆ ＋ ｕｉ ＋ ε ｉｆ （４）
式（３）和式（４）中，Ｌｎ（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ｉ）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个体慈善捐赠额，

取自然对数并保留０值；β０ 表示常数项；ｉ表示个体，ｆ表示家庭；ｕｉ 表示随机
误差项；ε ｉｆ表示不可观测的效应。式（３）中Ｘ１ 为解释变量，表示受助经历；
式（４）中Ｘ２为解释变量，表示受助形式；Ｚｉｆ表示引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由于各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均为家庭层次，因此除个体层次外也引入了家
庭层次的控制变量，并在模型中加入随机效应以进行多层次分析。本研究运用
Ｓｔａｔａ ＭＰ１７ 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四、结果分析

（一）受助经历及受助形式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在模型估计前，笔者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各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值

均小于１０，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２报告了受助经历以及受助形式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影响的多层次回归模

型结果。按照解释变量的不同，采用多个模型分别予以估计。结果表明，对个
体慈善捐赠行为影响的总变异中约２７％来自家庭层次，约７３％来自个体层次。
模型１检验了受助经历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受助经历与个体慈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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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发生呈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０１）。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受助经历
的个体进行慈善捐赠的优势比是没有受助经历的个体的０ ８４９倍，即受助者慈
善捐赠行为发生的优势比会减少１５ １％。故Ｈ４成立。

表２中的模型２进一步检验了受助形式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结果表
明，仅受政府补助与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发生呈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０１）。在控
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几种受助形式中，仅受政府补助的个体进行慈善捐赠的
优势比是没有受助经历的个体的０ ８４３倍，即受助者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的优势
比会减少１５ ７％。其他受助形式不显著。由此，Ｈ１成立，Ｈ２、Ｈ３不成立。

表２　 受助经历与受助形式对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Ｅｘｐ （Ｂ） ＳＥ Ｅｘｐ （Ｂ） ＳＥ

性别（男）  ９５９  ０３９  ９５８  ０３８

年龄  ９７６  ００２  ９７６  ００２

工作状态（在业） １ ８０１  １０３ １ ８０３  １０４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１ ９１９  １２９ １ ９１９  １２９

教育年限 １ ０８５  ００６ １ ０８６  ００６

宗教（有） １ ８８５  ２１３ １ ８８０  ２１２

婚姻（在婚） １ ０７６  ０７３ １ ０７８  ０７４

社会信任 １ ０２２  ０１１ １ ０２２  ０１１

受助经历（有）  ８４９  ０４０

受助形式（参照：非受助）
　 　 仅受政府补助  ８４３  ０４０

　 　 仅受社会捐助  ８１５  ３９０

　 　 混合受助 １ ２０２  ２９１

家庭收入 １ ４８９ １ ４８９ １ ４９１  ０６０

未成年子女（有） １ ４１３ １ ４１３ １ ４１２  ０８０

社会交往（家庭礼金支出） １ ０９５ １ ０９５ １ ０９５  ０１２

常数项  ０３４  ０３４  ０３３  ００６

Ｎ ２３３７５ ２３３７５

注：回归系数报告为优势比Ｅｘｐ （Ｂ），即发生比率（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分别表示变
量系数通过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受助经历及受助形式对个体慈善捐赠额的影响
表３呈现了受助经历及受助形式对个体慈善捐赠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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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慈善捐赠额影响的总变异中约１６％来自家庭层次，约８４％来自个体层次。模
型３检验了受助经历对个体慈善捐赠额的影响。受助经历与个体慈善捐赠额间
呈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０１），即在０ 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二者存在显著效应。在
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受助经历的个体进行慈善捐赠的额度比非受助个体
减少了０ １４１个单位。故Ｈ４成立。

表３中的模型４检验了受助形式对个体慈善捐赠额的影响。仅受政府补助与
个体慈善捐赠额间呈显著负相关（ｐ ＜ ０ ００１），即在０ ００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二者
存在显著效应。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几种受助形式中，仅受
政府补助的个体的慈善捐赠额度比非受助个体减少了０ １４４个单位。其他受助
形式不显著。由此，Ｈ１成立，Ｈ２、Ｈ３不成立。个体慈善捐赠额与前文个体慈
善捐赠行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佐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３　 受助经历与受助形式对个体慈善捐赠额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３ 模型４

Ｂ ＳＥ Ｂ ＳＥ

性别（男） －  ０１６  ０２６ －  ０１７  ０２６

年龄 －  ０１１  ００１ －  ０１１  ００１

工作状态（在业）  ３８３  ０３３  ３８４  ０３３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 ６０９  ０４７  ６０９  ０４７

教育年限  ０５９  ００３  ０６  ００３

宗教（有）  ４３３  ０７６  ４３２  ０７６

婚姻（在婚） －  ０９１  ０４０ －  ０９  ０４０

社会信任  ０２６  ００７  ０２６  ００７

受助经历（有） －  １４１  ０３０ — —
受助形式（参照：非受助）
　 　 仅受政府补助 — — －  １４４  ０３０

　 　 仅受社会捐助 －  ２６９  ２９５

　 　 混合受助  ０５２  １５３

家庭收入  ３０３  ０２５  ３０４  ０２５

未成年子女（有）  ３０１  ０３７  ３０１  ０３７

社会交往（家庭礼金支出）  ０４３  ００６  ０４３  ００６

常数项 －  １３４  １０７ －  １３８  １０７

Ｎ ２３３７５ ２３３７５

注：＋、、、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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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生性问题讨论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修正，引入一个与受助经

历相关的外生变量以充分识别受助经历与慈善捐赠间的因果效应。本研究选取
的有效工具变量需满足与个体所在家庭的受助经历具有相关性，同时与个体的
慈善捐赠行为具有外生性两个标准。为此，采用“家庭商业保险支出额”作为
工具变量。一方面，既有研究已证实家庭商业保险支出与社会救助间存在关系。
家庭购买商业性保险能够显著降低因病支出型贫困的发生概率，从而降低接受
社会救助的可能性（谢明明等，２０２１）。另一方面，家庭层面的商业保险支出额
同个体层面的捐赠行为无关，少有研究从实证角度明晰家庭商业保险支出同个
体慈善捐赠的直接关系。因此，在控制其他影响个体慈善捐赠行为的因素后，
“家庭商业保险支出额”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及外生性假设。

工具变量回归使用两阶段估计（２ＳＬＳ）方法。根据被解释变量“个体捐赠
行为（有／无）”和“个体慈善捐赠额”，分别采用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ＩＶｔｏｂｉｔ模型加
以估计。由于本文中受助形式为受助经历的衍生变量，故仅对解释变量为受助
经历的模型做内生性检验。

初始工具变量检验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家庭商业保险支出额”对于内生
变量“受助经历”具有较强的解释力。Ｗａｌｄ检验结果显示ｐ值小于０ ００１，故
可在１％的水平上认为“受助经历”为内生解释变量，且受助经历与个体捐赠
行为的负向关系依旧显著。同时，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结果显示，ＡＲ、Ｗａｌｄ统
计量的ｐ值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故所选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工具变
量的回归结果继续支持了本研究结论，即受助经历显著降低了个体慈善捐赠的
概率和额度。这进一步表明前文结果具有稳健性。作为对比，笔者纳入了前文
未采用工具变量的多层次回归结果。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３ ＩＶｔｏｂｉｔ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受助经历  ８４９ － ３ ８２３ －  １４１ － ２４ ９９８

家庭商业保险支出额（ＩＶ） －  ００７ －  ００７

性别（男）  ９５９  ０２５  ０６６ ＋ －  ０１６  ０２５  ５３７

年龄  ９７６ －  ００１ －  ０１６ －  ０１１ －  ００１ －  １０４

工作状态（在业） １ ８０１  １１６  ７０８  ３８３  １１６ ４ ６３７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１ ９１９ －  ０１１  ２８６  ６０９ －  ０１１ １ ８０３

教育年限 １ ０８５ －  ０１７ －  ０２７  ０５９ －  ０１７ －  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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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１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３ ＩＶｔｏｂｉｔ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宗教（有） １ ８８５  ０３５ ＋  ４４４  ４３３  ０３５ ＋ ２ ９６８

婚姻（在婚） １ ０７６ －  ０１７ ＋ －  ０５６ －  ０９１ －  ０１７ ＋ －  ３３６

社会信任 １ ０２２  ００３ ＋  ０１９  ０２６  ００３ ＋  １２５

家庭收入 １ ４８９ －  １３２ －  ３６０  ３０３ －  １３２ － ２ ２８４

未成年子女（有） １ ４１３ －  ００３  １３３  ３０１ －  ００３  ７６９

社会交往（家庭礼金支出） １ ０９５  ００９  ０７３  ０４３  ００９  ４８１

常数项  ０３４  ７８０ １ ４３８ －  １３４  ７９３ ９ ２５１

Ｒ２  ０９１  ０９１

Ｃｈｉ２ ８７ ２７ ９５ ４９

ＡＲ检验 ９０ ７６ ９９ ４７

Ｗａｌｄ检验 ３５ １０ ３６ ３８

Ｎ ２３３７５ ２２９７３ ２３３７５ ２２９７３

注：＋、、、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０ １、０ ０５、０ ０１和０ ００１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原
模型为多层次ｌｏｇｉｔ模型与多层次ｔｏｂｉｔ模型，此处工具变量模型无法采用多层次回归，且无法
报告优势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故回归系数值本身难以同原模型相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
本文从多重制度逻辑的理论视角探讨了受助经历以及不同受助形式对受助

者公益行为的影响。基于ＣＦＰＳ的追踪数据分析发现，受助经历对受助个体的慈
善捐赠行为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在控制收入等影响公益行为的因
素的情况下，相比于没有受助经历的受助者而言，受助个体会减少慈善捐赠行
为的发生，其慈善捐赠额也会显著降低。在不同的受助形式中，仅受政府补助
对受助者的慈善捐赠行为存在显著负面影响，而仅受社会捐助、混合受助则对
受助者的慈善捐赠行为无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印证了国家逻辑主导下的救助经
历对受助者公益参与的负面影响。我国现阶段并没能遵循公益逻辑，有效发挥
公益慈善对受助者的带动作用。当受助者同时接受两种形式的帮助时，政府补
助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捐助的不显著正面效应相互中和、抵消，其同时效应则不
显著。这意味着公益逻辑在从属于国家逻辑的基础上发挥着一定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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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激发受助者的主体性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救助对受助者公益行为的负面
效应，但总体上也未能发挥正面效应。总之，国家逻辑主导的政府补助始终是
我国主要的受助形式，政府补助的负面效应，加之萌芽中的社会捐助的不显著
效应，最终带来受助经历对受助者公益行为传递的总体负面效应。

（二）理论启示
以上研究发现回应了政社关系理论，拓展了该理论在公益慈善领域的运用。

以往学界多关注中国的政社关系如何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例如康晓光、韩恒，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而本研究基于政社关系分析框架和制度逻辑理论进一步解释了公
益逻辑如何与国家逻辑互嵌并作用于个体的公益行为。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证
实，在中国特色的政社关系框架下，公益逻辑从属于国家逻辑，而国家逻辑负
面的主导效应使得受助者总体产生消极的公益行为。

同时，以上研究发现助推了中国特色公益慈善理论体系的完善。一方面，
研究结果从受助者的主位视角出发揭示了其公益行为逻辑，超越了施助者的传
统视角，拓展了公益慈善行为主体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研究发现回应了共
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从共同富裕的责任维度论证了“助人助他”的创新公益理
念，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公益行为传递提供了学理支撑，彰显了公益慈善理
论的中国特色。

（三）实践启示
正如研究结果所示，推动受助者传递公益行为面临着巨大挑战。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
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建共享是必经之路。推动受助
者传递公益行为、履行社会责任，需要优化以下三方面的制度设计。

第一，优化国家逻辑，推动政府救助由生存型救助向发展型救助转型。首
先，需加大宣传力度、树立正面典型来强化社会积极评价机制，缓解受助者的
福利耻感，避免其自我福利污名化，补足自我生命价值，增强自我效能感。其
次，需建立受助者动态识别机制，降低受助者的福利依赖。应大力推行“无责
任即无权利”的积极福利政策，及时通过“授人以渔”为受助者实现自主发展
创造空间和条件，鼓励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最后，要完善救助过程的制度安
排，创造机会使受助者体验助人经历，唤起其社会责任感，鼓励其成为施助者。

第二，推崇公益逻辑，发挥公益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价值担当功能，通
过“借力－给力－还力”传递慈善力量，助力“无力者”成长为“有力者”。
首先，需完善慈善组织与受助者的常态沟通机制。慈善组织应重视与受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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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沟通和联系，在与受助者的直接接触中弘扬慈善精神，推动受助者发扬博
爱、互助的传统美德，激发其社会责任感，引导全社会向善、共善，为实现共
同富裕提供坚实的价值基础。其次，需完善公益参与机制。要利用好慈善组织
的“枢纽”优势，把握数字时代的机遇，拓宽公益参与渠道，实现慈善捐赠的
“渠道下沉”“理念下沉”，引导受助者投身慈善事业。最后，从长远来看，还
需完善社会自我动员机制，通过民间的常态化互助，促进“受助者”和“施助
者”的身份实现顺利转换，传播公益精神。

第三，完善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的衔接机制，实现多重制度逻辑的优化整
合，建立“政慈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首先，在政府救助过程中积
极吸收公益价值观，淡化受助者的弱势群体身份，强调平等、自强、互惠的理
念，弱化“福利污名”效应，提升政府救助的社会声誉。其次，坚持“人的全
面发展”观，在政府救助过程中注重对受助者精神层面的援助，扮演“使能者”
的角色，积极培养受助者的社会责任感，为其增能赋权。再次，推进“政慈合
作”，在政府救助实践中发挥慈善组织灵活、亲民的优势，精准识别受助者的施
助动机，并与慈善救助的资源进行有效衔接，为受助者参与公益活动创造条件。
最后，调动市场力量，推广社会企业等与就业挂钩的新型救助形式，更大程度
地发挥受助者的主体性，增强政府救助和慈善救助的合力，激活实现共同富裕
的内源动力。

总之，实现公益行为的传递不应仅是美好愿景，应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
势，积极关注受助者的体验和需求，强化受助者的亲社会态度与责任意识，引
导受助者及更广泛社会成员的公益参与，为实现共同富裕开拓新的路径。本研
究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可为未来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一些方
向。首先，本研究从慈善捐赠的角度对受助者的公益行为进行了考察，未来的
研究亦可考察受助者参与志愿服务的情况，以更全面地描摹受助者的公益行为。
其次，由于受助者本身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影响受助者施助行为的因素也
可能会有所差异，未来的研究可对受助者群体进行细分，并考虑更多的控制变
量，从而深化对受助者公益行为的探讨。最后，本研究主要呈现了以社会捐助
为主要形式的慈善救助和以政府补助为主要形式的政府救助对受助者公益行为
的影响，由于主题和篇幅限制，未能量化其中的制度逻辑及影响机制或因果机
制，未来的研究可对此进一步展开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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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３３：３９５ － ４１８．
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Ｐ． Ｈ．，Ｏｃａｓｉｏ． Ｉ． ＆ Ｌｏｕｎｓｂｕｒｙ，Ｍ．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Ｙａｎｇ，Ｙ． Ｚ．，Ｚｈａｎｇ，Ｊ． Ｂ． ＆ Ｌｉｕ，Ｐ． Ｘ． （２０２１）．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ｏｎ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ｎｔａ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３２（２）：４０１ －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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